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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毒性广义上指药物总称、 偏性、 峻烈程度， 狭义上指中药的不良反应。 其大小受到药物剂量、 炮制方法、
配伍使用和服用方法的影响。 毒的表达因人而异， 因病证而异。 中药毒性内涵有别于化学药品， 对于中药毒性的认识

和研究需要以中医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为基础和前提。 全面兼顾药材本身、 机体状态、 生物学效应因素， 从而更好地为

临床合理安全用药服务。 本文通过梳理权威本草古籍， 查阅名家著作和相关文献， 从中药毒性内涵、 动态可变性， 以

及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认识中药毒性， 并对中药毒与非毒进行探讨， 诠释中药毒性的内涵， 分析其相对性和异质性，
以期为临床中药的合理使用和管控提供参考， 为中药毒性现代化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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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药以及中药制剂在国内外的广泛使用， 有关其

安全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特别是中药不良事件频频被报

道， 甚至既往传统中医归为无毒的中药也被发现具有肝肾

毒性， 使得公众质疑和恐惧中药［１］ ， 如龙胆泻肝丸肾毒性

事件［２］ 、 何首乌肝毒性事件［３］ 、 小柴胡颗粒中毒事件

等［４］ 。 国内外通常通过单一化学成分来判定单味中药或者

复方中药的毒性， 这不仅影响中医药的发展也影响到临床

施治用药［５］ 。 随着人们对中医药认识的加深， 越来越意识

到中药有别于化学药品， 脱离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认识和

研究中药毒性不能有效切实地指导临床中药的使用。 因此

有关基于中医理论的中药毒性的研究是必要的， 也是具有

重要临床价值的。 本文通过梳理权威本草古籍， 查阅名家

著作， 整理相关文献， 结合临床实际从中药毒性的内涵，
中药毒性的动态可变， 辨证论治思维指导下认识中药毒性，
并对中药 “毒” 与 “非毒” 进行探讨， 阐述中药毒性的古

今内涵， 分析中药毒性的相对性、 异质性， 以及中药毒的

表达是多因素综合结果， 以期为临床中药的合理使用和管

控提供参考， 并为中药毒性的现代化研究提供借鉴。
１　 中药毒性的内涵

祖国医学对中药毒性的认识经历了悠久的历史演变和

不断的验证和总结。 历代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在西周时期，
医师将可以治疗疾病的药物统称为毒药， 药与毒两者互

称［６］ 。 如 《周礼·天官·医师》曰： “医师掌医之政令， 聚

毒药以供医事。 凡邦之有疾病者， 疤疡者造焉， 则使医分

而治之”； 《内经·素问》言： “毒药治其内， 针石治其外”
“其病生于内， 其治宜毒药” “肝虚、 肾虚、 脾虚皆令人体

重烦冤， 当投毒药”， 无论药物是否具有现代药学意义上

的毒性， 都被称为毒药。 后代医家也多有延用此称谓， 如

明张介宾在 《类经·卷十四》云： “凡可避邪安正者， 皆可

称之为毒药”。
至明代， 医家开始对于中药 “毒性” 的内涵进行了明

确的定义， 认为毒性是中药的偏性， 是中药起到治疗作用

的基础， 是中药有别食物的属性。 而医者临证使用中药治

疗疾病正是通过不同中药所具有的各种偏性来纠正人体疾

病状态下的失衡达到治疗目的［７］ 。 就如邹润安在 《本经疏

证》 中所云： “凡用药取其禀赋之偏， 以救人阴阳之偏”。
中药偏性是相对于疾病导致的机体阴阳盛衰之偏而言， 是

中药所固有的、 能影响机体失衡状态的特性， 是其作用的

内在依据。 这种特性以偏纠偏时表现为治疗作用即为中药

之效， 而因偏致偏， 因偏更偏时则表现为对机体状态的负

向作用， 即为中药之 “毒” ［８］ ， 因此毒性即是偏性。 不同

中药都有其特有偏性， 其形成与地理位置、 生长环境、 生

长季节、 形色气味等因素相关。 清代医家徐灵胎言： “药
之用， 或取其气， 或取其味， 或取其色， 或取其形， 或取

其质， 或取其性情， 或取其所生之时， 或取其所成之地。”
同时由于不同中药的偏性有和缓、 迅猛、 峻烈之别， 如甘

平、 大寒大热、 辛散走窜之品的不同。 历代本草对中药毒

性进行了系统的分级划分［９］ 。 《神农本草经》 中最早按照

６６６２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第 ４７ 卷　 第 ８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５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８



药物毒性大小用三品分类法区分， 上品用于滋补养生， 中

品用于补虚兼祛邪， 下品用于攻伐病邪。 汉末 《名医别

录》 将所载 ７３３ 味药以大毒、 有毒、 小毒进行分级［１０］。 唐

代 《新修本草》、 宋代 《证类本草》 亦按照大毒、 有毒、 小

毒进行分级［１１⁃１２］。 明代 《本草纲目》 共载药 １ ８９２ 种， 将其

更加细分为大毒、 有毒、 小毒、 微毒［１３］。 此外， 由于有些

药物药性峻猛， 偏性太大， 小剂量服用之后即会出现与治疗

目的无关的机体不适感或损伤害机体的反应， 这类中药又被

称为有毒中药或毒性中药。 如 《神农本草经》 中提到 “药
物有大毒， 不可入口、 鼻、 耳、 目者， 即杀人， 一曰钩吻，
二曰鸱”， 此时毒性作用与现代药学意义上某些中药所含有

某些毒性成分被归为有毒中药的概念是相近的［１４］。
综上所述， 中药毒性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

上有 ３ 层含义， 一是药物总称， “毒药” 是一切药物统称，
药毒互称； 二是药物偏性， 中药通过利用本身的这种偏性

来纠正机体脏腑气血阴阳的失衡， 能够以偏纠偏达到治疗

目的， 即为效， 也能因偏致偏， 因偏更偏， 纠偏过枉对机

体造成损害作用， 即为毒； 三是药物峻烈程度， 药性峻烈

者为毒药。 按照偏性有轻重之别， 常人服之或有补益滋养

之效、 或有伤人害命之过， 故对中药进行了毒性等级划分。
狭义上是指中药的不良反应， 即药物对机体造成的损害作

用， 使用后产生的临床治疗所不需要的药理作用。
２　 中药 “毒性” 的动态可变

中药毒性无论是传统理论中的偏性还是现代医学中的

毒性成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与药物剂量、 炮制方法、
配伍使用以及服用方法均密切相关［１５］ 。 在与药物剂量相关

性上， 中药剂量越大， 药效越猛， 毒性越大。 临床使用中

药要注意量效适当， 特别是对于毒性较大的中药注重中病

即止， 不必尽剂。 有毒中药或者毒性中药在使用时更要谨

慎把握从轻剂量开始， 同时根据药后反应来决定剂量的加

减。 早在 《神农本草经》 中就已经提到， “若用毒药疗病，
先起如黍粟， 不去倍之， 不去十之， 取去为度”。 唐代 《千
金要方·胆腑万病九散》中也详细记载， “若不吐利： 更加

一丸， 或至三丸五丸， 须吐利为度”， 强调医家用药需要严

格控制和把握用量。 又如 《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曰：
“医家误， 药过剂， 疗寒未已热又至， 疗热未已寒更生， 劝

君举笔须留意”， 指出即使用药对症若是剂量把握不当药物

用量过度也会纠偏过枉导致有损机体不利的作用。
除了通过剂量把控中药毒性以外， 中药还具有独特的

炮制学。 历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中药

炮制学。 中药炮制是根据中医理论， 依据临床用药需要和

药物自身性质所采取的制药技术［１６］ ， 包括对不同药物进行

不同方法的炮制起到降低毒性的作用， 如通过水浸泡生半

夏， 加入甘草煎煮， 再加入白矾和生石灰炮制后， 半夏中

毒性成分含量降低［１７］ 。 通过清炒苍耳子， 米炒红娘子， 米

炒斑蝥， 砂炒马钱子， 醋炙商陆、 芫花、 甘遂、 大戟等炮

制方法均可有效降低这些药物本身的毒性成分含量［１８⁃２０］ 。
临床前实验结果发现， 生甘遂、 醋甘遂及其提取物对癌性

腹水大鼠的损伤具有缓解作用， 并且醋甘遂毒性成分含量

较生甘遂低［２１］ 。 现代医学也发现生首乌中的二苯乙烯苷、
大黄素、 大黄素甲醚具有肝脏损伤作用［２２］ 。 而通过 “九蒸

九晒” “黑豆汁蒸制” 等古法炮制后， 制首乌的颜色和性

状发生变化， 毒性成分含量降低， 物质基础也发生改变，
临床用于补肝肾、 乌须发［２３⁃２４］ 。 但亦有报道发现服用含有

制首乌的中药后出现肝损伤［２５］ 。 这与炮制不到位， 盲目用

药有很大相关性［２６］ 。
此外， 中药应用讲究七情配伍， 如 《神农本草经》 所

言： “药有阴阳配合……有单行者， 有相须者， 有相使者，
有相畏者， 有相恶者， 有相反者， 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
合和视之”， 指出中药配伍或有协同增效之功， 如麻黄与

桂枝相须为用增强发汗解表之功， 黄芪与茯苓相使为用增

强益气健脾之功； 或有制性存用之功， 如附子与大黄相配

可取其攻下之势而起到治疗阳虚便秘的作用； 或有减毒制

约之意， 如金钱草与雷公藤相配能够制约雷公藤毒性。 现

代研究也表明， 半夏配伍生姜不仅可以减毒， 还可协同促

进肿瘤细胞凋亡［２７］ 。 附子与甘草配伍， 甘草中的成分可以

影响生物碱水解和溶出， 降低附子毒性作用， 同时能够拮

抗乌头碱引起的心律失常［２８⁃２９］ 。 相反， 若是药物配伍不当

反而会增强毒性， 如 “十八反” “十九畏”。 遣方用药须要

熟练掌握药物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避免配伍不当引起

毒性增加， 此处中药毒性既包括广义又包括狭义。 此外，
一些中药在服用时也须要遵守特殊的煎煮方法、 服用方法，
如附子入煎剂需要严格煎煮 １ ｈ 以上， 通过长时间煎煮有

效降低毒性成分含量。 辛夷和旋覆花入煎剂须包煎， 可避

免服用此类药物引起的呕吐， 咳嗽不适。
中药毒性是动态可变的， 临床上除了常规在剂量使用

上把控毒性， 还能通过遵循严格的炮制方法、 正确的配伍、
特殊的煎煮方法和服用方法来起到控毒和减毒目的， 既包

括缓和中药的峻烈之性， 又包括化学毒性成分含量降低。
３　 辨证论治思维指导下认识中药 “毒性”
３􀆰 １　 人参杀人当有过， 大黄救人当有功　 传统中医认为，
中药毒与非毒与患者机体状态和病证阶段是密切相关的。
对中药的毒性认识和研究不能单单只关注药物成分需要因

人而异， 因病证而异。 中药虽有平和、 峻烈之别， 但并非

平和补益之药都是良药， 也并非药性强烈之药都是毒药。
契合病症的用药才是良药， 相反则是毒药。 古人云： “人
参杀人无过， 大黄救人无功”， 指出人们观念里对中药毒

性的错误认识。 《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中提到 “医家

误， 药不中， 攻补寒温不对症， 实实虚虚误非轻， 举手须

知严且慎。 医家误， 伐无过， 药有专司切莫错， 引经报使

本殊途， 投剂差讹事辄覆”， 言明中药的性味归经、 寒热

温凉、 升降浮沉契是否契合用药对象是中药使用后起到治

疗作用还是损害作用非常重要的因素， 否则会损害机体。
临证实践也表明这一观点［３０］ 。 王丽平等［３１］ 通过观察制何

首乌对肾阴虚证、 肾阳虚证模型的肝毒性耐受程度的差异，
发现肾阴虚证模型组肝细胞凋亡指数等各项指标表现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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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损伤风险低。 对于阳气虚衰、 阴寒内盛的危重患者临床

上多见使用大剂量附子治疗的病例［３２］ 。 祝国宁等［３３］ 使用

大剂量制附子 （１０～ ６０ ｇ） 加味治疗慢性肾脏病 ３ ～ ４ 期脾

肾阳虚证， 疗效显著。 现代研究发现， 对氢化可的松诱导

的虚寒证大鼠模型， 辛热药附子、 肉桂、 仙茅均表现出调

节作用， 能够正向改善动物的生长情况、 内分泌功能、 免

疫功能、 部分物质代谢等方面［３４］ 。 相反， 若实热内盛证患

者使用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规定的安全范围内剂量的附

子会加重病情。 杨雪等［３５］ 对 ７８ 篇文献中报道的 ５０８ 例附

子不良反应分析发现， ８６ 例患者口服常规剂量的制附子

（３～１５ ｇ） 出现中毒反应。 即使是同一个体在阴平阳密、
阳虚内寒、 阴虚内热状态下服用同等剂量附子也会产生不

同结果。 同一味中药或复方对不同证候或体质患者服用产

生的效果是差异的， 同一个体在不同病证状态下服用同样

剂量药物的效果也是差异的。 如 《医法圆通》 所说， “病
之当服， 附子大黄砒霜， 皆是至宝； 病之不当服， 参芪鹿

茸枸杞， 都是砒霜”。
３􀆰 ２　 有故无陨， 亦无陨也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提

到 “黄帝问曰： 妇人重身， 毒之何如？ 歧伯曰： 有故无殒，
亦无殒也”， 其原意指妇人妊娠期间罹患疾病， 确有病邪

存在的情况下， 只要符合病证用药， 虽使用一些峻烈之药

也不会伤害母体和胎儿。 引申而言， 临床用药时， 虽然药

性峻猛， 甚至毒性中药， 符合病证的施治用药， 会表现中

药之效而非中药之毒。 清代名医张锡纯在 《医学中衷参西

录·附子乌头天雄解》附录中的一则医案叙述 “一少妇，
上焦满闷烦躁， 不能饮食， 绕脐板硬， 月信两月未见。 其

脉左右皆弦细”， 张氏诊为上有寒饮， 下有寒积之证。 投

以理饮汤， 方中去桂枝加附子三钱， 服用一剂后满闷烦躁

好转， 后继服一剂能进饮食， 且觉腹中凉甚， 后将附子加

至八钱， 服逾十剂， 患者病症均明显缓解。 再诊其脉， 见

有滑象， 尺部较甚， 张氏疑其有娠， 后未继服药， 至期果

生子。 张氏在医案末提到附子原有损胎之说， 而此证服用

附子如此之多， 胎固安然无恙， 所谓 “有故无殒， 亦无殒

也”。 《中医名词术语精华辞典》 中对其的解释是治疗学术

语， 为一种用药法则［３６］ 。 故， 缘故。 殒， 死亡。 这种用药

法则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的特点， 表明无论现代

医学意义上的有毒中药还是广义的偏性大， 药性猛的中药

的 “效与毒” 之间的关系。 不同病理状态下应用的中药其

毒与效会发生相互转换。 机体疾病 ／证候状态不同， 药物的

耐受性及毒性反应在一定范围内会随之发生变化［３７⁃３９］ 。 偏

性较大的中药， 当使用时契合病证， 能够以偏纠偏， 以大

的偏性纠正机体大的失衡反而能够力起沉疴， 不能够片面

的剖析成分有无毒性， 需要临床据病定治。
砒霜， 即三氧化二砷， 具有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的作用［４０］ ， 临床上亦见到应用三氧化二砷治疗中晚期肝

癌的临床报道［４１］ 。 儿童风湿疾病的中西医治疗均存在一定

瓶颈， 根据 “有故无殒” 理论， 认为重病用猛药， 以毒攻

毒的同时必须采取减毒举措、 提高效益与风险比分别是运

用 “毒” 药的前提和保障［４２］ 。 应用古方青黄散治疗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疗效可观， 其效果甚至优于异靛甲和靛玉

红［４３⁃４４］ 。 青黄散在 《景岳全书》 《世医得效方》 《奇效良

方》 中均有记载， 由雄黄、 青黛组成， 能够凉血解毒， 化

瘀消积。 雄黄辛温有毒， 青黛本品咸寒两者均为峻烈中

药［４５⁃４６］ 。 乌头有大毒， 在古代即有用其制作毒箭之用， 但

通过炮制、 配伍、 久煎等方法化 “毒” 为 “效”， 临床用

于寒湿类病证有很好的止痛疗效［４７］ 。 又如香加皮在治疗风

湿性疾病时， 所含杠柳毒苷等强心苷类成分是引起心脏毒

性的物质， 而临床用于治疗心衰时又转化为主要有效成

分［４８］ 。 “有病则病当之， 无病则人受之”， 有是证用是药则

不毒， 同样无是证用是药则毒。
“有故无殒” 理论是开展中药毒性研究和中药合理使

用管理的重要思路。 基于辨证理论是中药毒性现代化研究

的前提， 是确保研究结果能够科学阐释中药毒性的基础。
现代药理毒理学研究中使用中毒剂量、 半数致死量、 致死

量等指标来评价药物毒性时均是常量， 而评价信息来源的

模型为正常动物模型。 对于中药安全性评价而言， 在符合

辨证论治的状态下， 中药的中毒剂量和致死量是存在动态

变化的， 并且未将病理状态影响考虑， 因此， 需要设立病

证动物模型来明确中药毒性的 “证⁃毒⁃效” 关系的评价模

式。 目前， 有关 “证⁃毒⁃效” 关系模式在中药毒性安全性

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认可与重视［４９⁃５０］ ， 但研究仍停留在定

性的层面， 待进一步开展量化研究。
４　 结语

由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许多理法方药

的现代化研究有待完善和深入讨论， 评价中药毒性问题是

其中之一。 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防治疾病， 养生保健

的药物。 不同于化学药品， 不能简单的以药理学定义毒性。
中药毒性广义上指药物偏性， 是中药所固有的、 能影响机

体失衡状态的性质。 这种性质有轻重之分， 正确应用是中

医治疗疾病的根本， 即为中药之效。 若因偏致偏， 因偏更

偏， 纠偏过枉即为中药之毒。 此外， 中药效与毒会受到剂

量， 炮制， 配伍， 服药方法的影响， 也会因机体状态， 病

证情况出现变化。 因此需要从整体的、 动态的、 辨证的角

度认识、 理解、 应用中药 “毒” 与 “非毒” 的属性， 不可

单一以药材化学成分限制中药使用。 中药毒性的研究以及

临床中药使用的管理需要以中医理论指导为基础和前提，
综合考虑中药本身的性质、 病证、 生物学效应因素， 明确

“证⁃毒⁃效” 评价模式。 对特定中药使用后有无损害机体的

毒性作用或毒性程度进行研究。 这样才能保证最终的研究

结果能够真实准确的反映中药毒性的本质。 借助现代医学

的手段开展中药毒性的多维研究有待中医从业者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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